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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言意问题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。“言”是名言概念，即语言；“意”是意义、意旨、意蕴等，即思想。言和意有固有的内

在联系：意非言不昌，言非意不立。在中国哲学中，先秦诸子就注意到了言意关系。但把言意关系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来探

讨，则是魏晋玄学的思想特色。魏晋玄学关于言意问题有两种对立的观点：“言尽意”和“言不尽意”。前者以西晋的欧阳建为代表，

他有《言尽意论》一文，论述了“理得于心，非言不畅；物定于彼，非名不辩。言不畅志，则无以相接；名不辩物，则鉴识不显”的

思想。后者则有荀粲、王弼、嵇康、郭象、僧肇等魏晋时代的绝大多数玄学名流。他们的基本观点是：言不能尽意。言虽然不能尽

意，但又不能彻底地抛掉言，还不得不用言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们的基本主张和方法就是“忘言”。那么，怎么去“忘”呢？怎样才能忘

掉言呢？忘掉言后思维处在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和状态中呢？下面试就玄学“言意之辩”中的“忘”的问题权抒拙见。 

一 

先秦诸子已对言意问题有所论及。例如《论语·阳货》：“子曰：‘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！’”在孔子看

来，四季交替，万物葱生，这就是天道，天在自然地存在和运行中显示着、开显着自身之道。这个“道”，是无法用语言来说明道

尽的。可见，在孔子处已有了言不尽意的思想倾向。后来的《易传·系辞上》则明确指出：“子曰：‘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。’然

则圣人之意，其不可见乎？子曰：‘圣人立象以尽意，设卦以尽情伪，系辞焉以尽其言，变而通之以尽利，鼓之舞之以尽神。’”

这说明孔子就是个“言不尽意”论者。但孔子主张“立象以尽意”，即认为圣人所创造的《易》之卦象可以尽意。所以，孔子是

“言不尽意”而“象尽意”论者。当然，《易传》所述虽称是孔子的思想，但实际上是它自己对言意问题的看法。 

老子以“道”为天地万物之本原，但这个“道”却是语言不能予以直接把握的，因为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（《老

子》一章），可道之“道”，可名之“名”，已落言筌而处下乘，已非真正的“道”和真正的“名”了。老子认为，“大辩若讷”

（《老子》四十五章）、“知者不言”（《老子》五十六章）、“美言不信”（《老子》八十一章）。语言仅能表示现象界的存

在，至于“道”这样的本体，是无法用语言来把握的。这也是一种言不尽意的思想。既然语言不能把握“道”，不能尽意，那怎么

办呢？老子提出了“损”的认识方法。他说：“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；无为而无不为。”（《老子》四十

八章）为学是日益增进知识的过程，为道则相反，是知识日益损减的过程。那么，损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握“道”呢？老子提出要

“致虚极，守静笃”（《老子》十六章），要“塞其兑，闭其门，挫其锐，解其纷，和其光，同其尘”（《老子》五十六章）。老

子之为道的“损”法的确有点玄虚和神秘，但在审美境界中这种直觉或理性直观还是存在的。 

庄子也讲“道”，但他已把老子的“道”内化为人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，所以庄学的美学味较浓。《庄子·知北游》曰：“道不

可闻，闻而非也；道不可见，见而非也；道不可言，言而非也。”这是说，“道”是不可用语言来论说的，一说即非。《庄子·秋

水》对认识对象作了这样的分类：“可以言论者，物之粗也；可以意致者，物之精也；言之所不能论，意之所不能致者，不期精粗

焉。”这里划分出三类认识对象：物之粗、物之精、不期精粗。认识对象不同，所用的认识方式也不同：对“物之粗”，可“以言

论”；对“物之精”，可“以意致”，这里的“意”与一般所说的“言意之辩”中的“意”不完全相同，它指思想理论或推论式思

想方法；而对于“不期精粗”者，言不可论之，意不可致之，因为“可言可意，言而愈疏”（《庄子·则阳》），一言说一意致则

会落入言筌中，就留下了“迹”，就不是“不期精粗”而是可“期”精粗了，这当然不行。这个“不期精粗”者就是“道”。既然

“言”、“意”都不能把握“道”，那怎么办？庄子以“忘”为方法。《庄子·外物》曰：“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；蹄者所

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忘言。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！”那么，如何才能做到“忘”呢？庄子讲到了

两种“忘”法：其一，“坐忘”。“何谓坐忘？”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智，同于大通，此谓坐忘。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

其二，道忘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说：“泉涸，鱼相与处于陆，相煦以湿，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”又说：“鱼相造乎水，人

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”坐忘是一种精神修养的

境界，那么，道忘呢？这显然不是精神境界，起码不是纯粹讲精神境界，而是一种“技”或“技术”。 

因此，先秦时期已有言不尽意的思想。既然言不能尽意，但又不能不表达意，那如何办呢？其法有二：一是以《易传》为代表的立

“象”法，另一是以庄子为代表的“忘”法。 

                  二 

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并认真讨论“言不尽意”问题的是太和年间(公元227—233年)的颖川名士荀粲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荀彧传》裴

松之注引何劭《荀粲传》云：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，而粲独好言道，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，然则六籍虽存，

固圣人之糠秕。粲兄俣难曰：“《易》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，系辞焉以尽言，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？”粲答曰：“盖理之微

者，非物象之所举也。今称立象以尽意，此非通于意外者也；系辞焉以尽言，此非言乎系表者也。斯则象外之意，系表之言，固蕴

而不出矣。”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。粲兄俣坚持的是《易传·系辞上》中的观点，即认为立“象”可以尽意。荀粲则持否定态度。他

认为，“理之微者，非物象之所举也”。再说，即使“象”能尽意，尽的也是卦象之意，而“非通于意外者也”；即使“系辞”能尽言，也



只能尽系内之言，而“非言乎系表者也”。荀粲追求的是天地之意，即“理之微者”。 

那么，这个微妙的天地之“理”是什么呢？荀粲没有说，大概也说不出。荀粲没有说出，王弼则说出了，这就是王弼所谓的

“道”。“道者，无之称也；无不通也，无不由也，况之曰道。寂然无体，不可为象。”（《论语释疑》）由于“道”是无形无名

无象的，所以“道”也被称为“无”。这就是王弼的“以无为本”说。 

 既然这个“道”在性质上是“无”，理所当然，用名言方式是不能把握它的。那么如何去把握“道”呢？王弼谈了他的“忘”的方法，这也

是他的认识论的基本思想。王弼指出：    夫象者，出意者也；言者，明象者也。尽意莫若象，尽象莫若言。言生于象，故可寻言

以观象；象生于意，故可寻象以观意。意以象尽，象以言者。故言者所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。犹蹄者

所以在兔，得兔而忘蹄；筌者所以在鱼，得鱼而忘筌也。然则，言者，象之蹄也；象者，意之筌也。是故，存言者，非得象者也；

存象者，非得意者也。象生于意而存象焉，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；言生于象而存言焉，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。然则，忘象者，乃得

意者也；忘言者，乃得象者也。得意在忘象，得象在忘言。故立象以尽意，而象可忘也；重画以尽情，而画可忘也。（《周易略例

·明象》）王弼在此段文字中，反复申述了三层意思：其一，关于言、象的来源问题。王弼在此所讨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象问

题，一般意义上的言象涉及到形名或名实关系问题。他在此论述的是有关《易经》中的卦名卦象的来源问题。《易经》的图（象）

和卦、爻辞（名）是怎么来的呢？《易传·系辞下》有个说法：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

文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”据此，之所以有《易》之卦象，是由于圣人

仰观俯察、观物取象的结果。圣人通过观物取象，悟到了天地万物的存在本质，于是有了圣人之“意”，这个“意”可以“通神明”、“类

万物”。为了表达和传达既是圣人之“意”也是天地之“意”的这个“意”，圣人就画出了八卦，然后重之而成六十四卦；再对这些卦象作

解说、说明，就有了卦爻辞，即名。王弼继承和阐发了此种观点。他认为，“言生于象”，“象生于意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“言生于象

而存言焉，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”；“象生于意而存象焉，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”，只有“意”才是最根本的。 

其二，关于言、象的功用问题。既然“言”、“象”都源于“意”，都是传达“意”的工具和手段，这正如同捕鱼的“筌”、猎兔

的“蹄”一样，那么，就不应该也不必要拘泥于“言”、“象”，而是要透过它们去把握住“意”。这就是王弼所谓的“故言者所

以明象，得象而忘言；象者所以存意，得意而忘象”。当代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说：“我的命题可以这样来说明：理解我的人

当他通过这些命题——根据这些命题——越过这些命题（他可以说是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抛掉了）时，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思

的。他必须排除这些命题，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。”（维特根斯坦，第97页）王弼的忘言、忘象的说法与维氏的这个思想是一

致的。 

其三，关于“忘”的方法。得“意”才是最终、最高的目的，“言”、“象”只是去表“意”达“意”的工具而已。但也不能没有

“言”、“象”，不能不用它们。实际上，王弼尚不是个彻底的“言不尽意”论者，王弼在谈如何去得“意”的方法时，没有讲要

丢掉“言”和“象”，而是讲要“忘”，要忘掉“言”和“象”。这与庄子所讲的“得兔忘蹄”、“得鱼忘筌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 

要忘言、忘象以得“意”，那么，怎么去“忘”，怎么才能“忘”呢？“忘”不是简单地丢弃。可以看出，王弼在讲得“意”时，

不是就“言”、“意”而论，而是谈“言”、“象”、“意”的关系，始终有一个“象”作中介。其实，这个“象”就是一种

“忘”的方法。这里有个“象”思维的问题：尽管王弼在此是用逻辑推论的方式来讲忘“言”忘“象”以得“意”的问题的，但他

已不自觉地涉及到了“象”思维。“象”思维和“名”（言）思维有质的区别。我们知道，名或言是词，是概念，它尚不是知识，

不是思想（即意）；只有将名或言构成判断，才有知识，才是思想，才有“意”可寻。但判断必定是“主客二分”的思维构架，主

与客一定要处在二元分立的结构中。因此，在“名”思维中没有“忘”也根本做不到“忘”。但“象”思维就不同了。“象”与

“名”最本质的区别是：“名”是抽象的符号、记号，而“象”则是形象的符号、记号。举例说明：当我们用“人”字时，它是个

符号、记号，表示的是人这种具有社会性的、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来进行生产劳动的动物。但“人”字的这个意义、含义是由人

赋予的，它自身并不必然地表现出人的含义，它与所表示的对象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。“象”就不同了。比如当你画一个人的形象

来表示人时，它与抽象的符号“人”字有质的区别，因为它的含义、意义并不需要人为地赋予和约定，它本身就象征着、表象着它

所代表的对象，即它开显着、显示着对象。正因为如此，“象”思维是直观的，它不需要判断的形式，也就没有了“主客二分”式

思维构架。它是现象性的，“象” 显现着对象；也可以说是对象现象、开显、打开、敞开着自身，这里所需要和表现的是“天人

合一”式思维构架。很明显，只有到了此时，作为思维着的人方能 “忘”掉言以得“意”，这时已造就了一种境界了。可惜的

是，王弼自己没讲到，也没有意识到“象”思维的问题，他只谈到“体”的问题。《三国志·魏书·钟会传》注引何劭《王弼传》

云：“时裴徽为吏部郎，弼未弱冠，往造焉。徽一见而异之，问弼曰：‘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，然圣人莫肯致言，而老子申之无

已者何？’弼曰：‘圣人体无，无又不可以训，故不说也。老子是有者也，故恒言无所不足。’”王弼讲“体无”，“体无”就是

得“意”。这里实际上已有了“象”思维了，但王弼没说。王弼所能说的只是以“体”为“忘”的方法。 

《易经》是一部筮书，它的最大的哲学贡献就是建构了“象”思维。它对天地万物之相反相成的最根本的存在性作了取象处理，这

就是其“”（阴）、“—”（阳）两种符号，这是两种最最基本的 “象”，叫“两仪”。然后在这两种“象”的基础上进行组合

搭配，遂有四象、八卦、六十四卦等卦图即卦象，卦象仍是“象”。但遗憾的是，卦象的占筮功用完全掩盖了其“象”思维的性

质。《易传》是解释《易经》的著作，重点阐释《易经》的哲理。它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发掘出了《易经》之“象”的哲

学内蕴，认为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。二是为《易经》的卦象建构起了“数”的运算系统。《易传·系辞上》明确提出了“大衍之数

五十”的占筮方法，这也是数的运算方法。有了此法，《易经》中的卦象就活了起来。到了汉代，象数学大昌。虽说是象数学，但



却彻底抛弃了《易》之“象”思维的有价值的思想，大讲互体、卦变、卦气、纳甲等等牵强附会的神秘的东西。王弼作为《易》之

义理学的创立者，就是反对汉代的象数学的。他说：“触类可为其象，合义可为其征。义苟在健，何必马乎？类苟在顺，何必牛

乎？爻苟合顺，何必坤乃为牛？义苟应健，何必乾乃为马？而或者定马于乾，案文责卦，有马无乾，则伪说滋漫，难可纪矣。互体

不足，遂及卦变；变又不足，推致五行。一失其原，巧愈弥甚。从复或值，而义无所取，盖存象忘意之由也。忘象以求其意，义斯

见矣。”（《周易略例·明象》）王弼的意思是说，不要拘泥于卦象而按图索骥，应该体会卦象所表示、所蕴含的义理。这个主张

倒也对。但如果没有“象”思维的话，“得意忘象”说就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说明，是不会有“体无”之“体”可言的。 

三 

西晋郭象是玄学“有”、“无”之辩的集成者和终结者。郭象对何为本体的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。他说：“无既无矣，则不能生

有；有之未生，又不能为生。然则生生者谁哉？块然而自生耳。”（《庄子·齐物论注》）又说：“世或谓罔两待景，景待形，形

待造物者。请问：夫造物者有邪？无邪？无也，则胡能造物哉；有也，则不足以物众形。故明乎众形之自物，而后始可与言造物

耳。是以涉有物之域，虽复罔两，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。”（同上）在郭象看来，“无”或“有”均不能作为本体，归根到底，

天地万物没有本体，物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体，它的所在就是其所以在，所然就是其所以然，所是就是其所以是，这就叫“独化”，

即事物各自就那样地独立存在着，也就那样地独立变化着。郭象的“独化”范畴已有了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存在论者所谓的“现象”

的性质和意义，即事物自己就显现、开显、打开着自己。当然，郭象没有也不可能讲到“独化”范畴的“现象”性，但他以自己的

独特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。 

既然万物是“独化”的，而“独化”又是一种“玄冥之境”，那么，人怎么认识这种“独化”呢？郭象说：“夫言意者，有也；而

所言所意者，无也。故求之于言意之表，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，而后至焉。”（《庄子·秋水注》）他认为，言和意是有，即有迹

可寻；而所言所意的是无，即无迹可寻。所以，“独化”是无法用言意来把握的，只能“求之于言意之表，而入乎无言无意之

域”。怎么才能入于无言无意之域呢？郭象讲了一种“双遣”法，即“既遣是非，又遣其遣，遣之又遣之，以至于无遣，然后无遣

无不遣，而是非自去矣”（《庄子·齐物论注》）。这是要将认识对象和认识主体都遣去，达到“无遣无不遣”的地步。要遣去认

识对象，这不困难；但要遣去认识主体，就不容易了。如何才能把认识主体遣掉呢？郭象在这里也讲起了“忘”，他指出：    吾

丧我，我自忘矣。我自忘矣，天下有何物足识哉？故都忘外内，然后超然俱得。（同上） 

   夫坐忘者，奚所不忘哉！既忘其迹，又忘其所以迹者，内不觉其一身，外不识有天地，然后旷然与变化为体，而无不通也。

（《庄子·大宗师注》）这与庄子讲的“坐忘”是一致的。到了这一步，人就进入一种“冥”的境界，即“无所藏而都任之，则与物无不

冥，与化无不一，故无外无内，无死无生，体天地而合变化，索所遁而不得矣”（同上）。 

郭象在这里所讲的“忘”是一种静坐冥思的心理体验，不免有些神秘。再说，即使真的做到了“坐忘”之“忘”，那也只有消极意

义，因为这样的人已脱离了社会现实了。所以，这仅是郭象讲的一种意义的“忘”法。郭象是反对那种遗世独立的行为的。他说：

“所谓无为之业，非拱默而已；所谓尘垢之外，非伏于山林也。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注》）“若谓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后得称无为

者，此庄、老之谈所以见弃于当途。”（《庄子·逍遥游注》）郭象的倾向是入世，主张在建功立业的社会生活中做到“忘”，这

是他的第二种意义的“忘”。 

那么，如何在入世中做到“忘”呢？我们有必要谈到庄子“忘”的方法。前已指出，庄子也讲了两种“忘”法，一是“坐忘”，另

一则是“忘于道术”之“忘”。庄子认为，“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”。（《庄子·大宗师》）显然，“忘于道术”之

“忘”是比“坐忘”更深刻、价值更高的“忘”。那么又怎么样“忘”于道术呢？庄子讲到了“技术”之“技”。庄子讲了许多寓

言故事，如“庖丁解牛”（《庄子·养生主》）、“轮扁斫轮”（《庄子·天道》）、“匠石运斤”（《庄子·徐无鬼》）、“亻

句偻承蜩”（《庄子·达生》）、“梓庆削木”（同上）、“纪氵省养鸡”（同上）、“工亻垂旋指”（同上）、“大马捶钩”

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等，在这些寓言故事中，当事者都有十分高超的技艺，且这种“技”是在运用工具中表现出来的，是借工具

得以完成的。拿“庖丁解牛”来说，他用的是刀，用了19年仍像新发于硎一样，且刀在庖丁手中简直就是一个通心意并传心意的宝

物；正是通过用刀，使得他由“技”进于“道”。海德格尔曾讲过使用锤子的事，认为锤子越使用得得心应手，越使人感觉不到有锤子

这个工具存在，人与对象越能达到一体。庄子在此讲的工具也有此意。工具表现的是一种“技”术，这种“技”术使人能自然地达到天

人一体，到此时人就能得“道”，就能做到“忘”，即“忘于道术”。这种“忘”才是积极的。 

郭象继承了庄子的“技”思想，并改造了这种“技”，即将庄子的使用工具的“技”转变为从事政治的“技”。当然，这不是去耍

权术，而是一种高超的处理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法和原则，这就是郭象那个著名的“内圣外王之道”。人们往往将内圣与外王分开，

认为内圣是一种理想人格，重在美德；外王则是一种事业，重在功利，二者难以统一。郭象则认为不然，二者不仅能统一，而且一

定要统一。他说：“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，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”（《庄子·逍遥游注》），“天下虽宗尧，而尧未始有天下

也。故窅然丧之，而尝游心于绝冥之境，虽寄坐万物之上，而未始不逍遥也”（同上），“故圣人常游外以冥内，无心以顺有，故

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，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”（《庄子·大宗师注》）。能做到“无心以顺有”，当然就做到“忘”了。但这不

是“坐忘”，而是运用政治之“技”的“道忘”。 

四 

至东晋，佛学始昌，名僧名士相交游，玄学的“言意之辩”已影响并表现在佛学中。比如，竺道生认为：“夫象以尽意，得意则象

忘；言以诠理，入理则言息……若忘筌取鱼，始可与言道矣。”（《高僧传·竺道生传》）在他看来，“象者，理之所假，执象则



迷理；教者，化之所因，束教则愚化”。（慧琳：《龙光寺竺道生法师诔》）这可以说是王弼的“得意忘象”说的继续。 

僧肇则指出：“夫以名求物，物无当名之实；以物求名，名无得物之功。物无当名之实，非物也；名无得物之功，非名也。是以名

不当实，实不当名，名实无当，万物安在？故《中观》云：物无彼此。而人以此为此，以彼为彼。彼亦以此为彼，以彼为此。此彼

莫定乎一名，而惑者怀必然之志。然则彼此初非有，惑者初非无。既悟彼此之非有，有何物而可有哉？故知万物非真，假号久

矣。”（《肇论·不真空论》）这是说，用名言不能认识外物。他又指出：“圣智幽微，深隐难测，无相无名，乃非言象之所

得。”（《肇论·般若无知论》）这是说，言象不能表达圣智。可见，僧肇也是个“言不尽意”论者。 

既然言不能尽意，那么怎么进行认识呢？僧肇讲起了他的“圣心无知故无所不知”的般若无知论。他说：“夫有所知，则有所不

知。以圣心无知，故无所不知。不知之知，乃曰一切知。”（同上）有所知有所不知，这是常人之智，僧肇称为“惑智”，惑智

“之生也，起于分别”。与“惑智”不同的是“圣智”，圣智“无分别，即智空也”（同上）。智空就是无知。无知不是人为地丢

弃知识，这是丢不掉的；无知实际上就是“忘”，即忘掉知。那么怎么才能忘掉知呢？其法就是造境，即构造一种境界。僧肇这样

说：“智有穷幽之鉴，而无知焉；神有应会之用，而无虑焉。神无虑，故能独王于世表；智无知，故能玄照于事外。”（同上）

“是以言知不为知，欲以通其鉴；不知非不知，欲以辨其相。辨相不为无，通鉴不为有。非有，故知而无知；非无，故无知而知。

是以知即无知，无知即知。”（同上）这是说，圣智或般若智并不是完全丢弃知，它仍有知，但却是知而不知。这时的主体就处在

“独鉴”、“玄鉴”的状态，如同洁净无染的镜面，遇物而照，自然而显，天然无痕，不假知觉，“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，终

日知而未尝知也，故能默耀韬光，虚心玄鉴，闭智塞聪，而独觉冥冥者矣”。（同上） 

在这样的“玄鉴”之境中，的确能做到主客两忘，随感而应，无知而知，知而不知。但怎样才能造就此种“玄鉴”之境呢？僧肇没

有明确、专门地论述。但除了静坐禅定、玄思冥想的心理体验以外，恐怕也无别法。所以，僧肇虽然主张以“忘”来解决如何“尽

意”的问题，但终究还是一种心理体验，这实际上是人为地将人与客观环境隔离开，即使此种“忘”真的能做到，那也失去了应有

的认识意义和价值，终归还是解决不了人的自然生命的终极存在即成佛问题。 

那么，究竟如何才能既做到“忘”而又不脱离开现实环境，并以之为人的生命的存在寻到终极的意义和价值，即成佛呢？这是佛教

中的一个重大问题。僧肇未能解决或未能解决好，尔后的天台宗、华严宗的“止观并重，定慧双修”法亦未能圆满解决这个问题，

但禅宗却比较圆满地解决了它。 

“引庄入佛终于产生禅宗，更是中国思想一大杰作。”（李泽厚，第314页）禅是地道的中国佛学，作为一种宗教，它的目的当然

是成佛。但在成佛的途径上，它与别的宗派很不一样。它不主张念经礼佛，它竟说出了“这里无祖无佛。达磨是老臊胡，释迦老子

是干屎橛，文殊、普贤是担屎汉，等觉、妙觉是破执凡夫，菩提、涅槃是系驴橛，十二分教是鬼神簿、拭疮疣纸，四果、三贤、初

心、十地是守古冢鬼，自救不了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七）的话，竟作出了焚烧木雕佛像以取暖的事；所说的这些话和所做的如许

事，不要说使教内人士大为吃惊，即使一般人也震惊不小。那么，禅宗为什么要如此做？目的仍是为了成佛。禅宗六祖慧能说：

“我此法门，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；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；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”

（《坛经·定慧》）这是说，不要受佛的经、教的束缚，成佛不在于去念经坐禅，而重在悟心或心悟。因为“本性是佛，离性无别佛”

（《坛经·般若》），“一切般若智，皆从自性而生，不从外入”（同上），“若识自心见性，皆成佛道”（同上）。佛既然在自家的心

性中，所以成佛的法门就是悟心：“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；前念著境即烦恼，后念离境即菩提”（同

上），“不悟即佛是众生，一念悟时众生是佛，故知万法尽在自心，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？”（同上）“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

佛地”（同上）。那么，怎么去“悟”呢？禅宗看中了大自然，看中了日常生活，它主张在日常生活中见性成佛。禅宗的著名观点

是：“青青翠竹，尽是真如；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”（《祖堂集》卷三），“担水砍柴，无非妙道”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八），它的修

行方法就是“饥来吃饭，困来即眠”（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六）。 

这些看起来都稀松平常，但值得大加称道的地方正在于：禅宗洗炼出了一种契接生命并使之永恒的“艺术”之“艺”。庄子讲

“技”，要在运用工具的“技”中以进“道”。但“技”要靠工具来展示和显现之，仍不免有些痕迹。禅则更进了一步，它讲

“艺”。什么“艺”呢？这不是一般的艺术，而是透悟生命的大艺术，即人在大自然中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契悟天地万物之生生不息

的盎然生机和勃勃活力。人如果能透悟到大自然的不息的生机和活力，人就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就会与天地万物一样生生不息，万

古长存。这样，人不就为自己的自然生命找到了永恒的存在了吗？！所以，禅家非常青睐大自然，如说：“秋深天气爽，万象共沉

沉。月莹池塘静，风清松桧阴。头头非外物，一一本来心。直下便荐取，切莫更沉吟。”（《圆悟录》卷八）又如：“华开陇上，

柳绽堤边。黄莺调叔夜之琴，芳草入谢公之句。何必闻声悟道，见色明心？”（《五灯会元》卷二十）又如：“紫蕨伸拳笋破梢，

杨花飞尽绿阴交。分明西祖单传句，黄栗留鸣燕语巢。”（同上）这些禅诗异常清新，直透着大自然的生命活力。如果人能将自己

的生命融进大自然中，还别求什么长生和解脱呢？！ 

所以，禅是“艺”而非“技”，它是生命的艺术。然而，“艺”也要涉及到认识问题，换言之，当禅师们在妙悟大自然的勃勃生机

时，他们是怎样思维的呢？这时的思维机制是什么呢？“它最突出和集中的具体表现，是对时间的某种神秘的领悟，即所谓‘永恒

在瞬刻’或‘瞬刻即可永恒’这一直觉感受。这可能是禅宗的哲学秘密之一”。（李泽厚，第207页）按照康德的观点，“时间”是

人的内感觉构架。禅宗借透悟大自然的生机之“几”，直悟“时间”本身：一旦悟到了时间自身，就在一瞬间融入时间中，这时永恒就

到来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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